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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边际效用弹性与中国能源消耗

张　华，魏晓平，吕　涛

摘　要：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遵循 Ｈｉｃｋｓ的 “引致创新”思想，意味着技术进步偏向于节约 “能源”要素。

本文从技术外生和技术内生两个层面以及 “自主式”效应、“干中学”效应和 “巨人肩膀”效应三个维度勾勒能

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系统剖析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

以边际效用弹性为切入点，利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结论。研究揭示：能源节约型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呈显著的倒Ｕ型曲线关系，即随着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提高，能源消耗先增加后降低，

蕴含主导力量由 “回弹效应”演变为 “节能效应”；边际效用弹性放大了能源回弹效应，意味着边际效用弹性推

迟倒Ｕ型曲线拐点的来临。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除了着力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和理顺能源价格机制

之外，还需要合理引导社会消费观念，使得边际效用弹性维持在合理区间，从而有效限制能源回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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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能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受到广泛关注。前者始于１９７０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焦点集中于如何在
能源稀缺性的约束性下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后者自１９８７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ＷＣＥＤ）发表
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后成为能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主要议题。近年来，能源价格快速高企和极端天
气频发迫使人们尝试解决或缓解能源两种属性带来的经济环境发展约束。一般意义上，旨在提高能源
效率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成为最切实可行的解决手段。基本的
经济理论认为，如果相对于其他要素，能源要素的价格上涨，那么经济体的能源强度将会下降。

Ｐｏｐｐ［１］证实了上述观点。他使用１９７０—１９９４年的美国专利数据表明，能源价格显著地促进了能源效
率的创新。因此可以说，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源于能源价格的上涨。那么，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否
有效 “节约”了能源消费呢？理论上，技术进步是一把 “双刃剑”，对能源消费存在正向的节约作用
与负向的加剧作用，后者被称作为能源回弹效应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即能源效率提高所节约
的能源，可能会通过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产出效应等机制所产生的新的能源需求而被部分甚至完全
抵消［２］。那么，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如何影响能源消耗？是正向的节约作用抑或负向的加剧作用？以
及两两关系是否受其他变量影响？廓清上述问题，对于充分发挥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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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１）就我们可得的文献，本文尚属国内学界首次对 “能源节约型技术
进步”议题的关注，同时本文并不拘泥于简单验证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耗的关系，而是试图
揭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消耗的作用机制，中间桥梁是边际效用弹性，从而丰富和拓展了现
有研究。（２）多层次、多视角构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旨在探求不同类型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
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是否存在差异，并拓展了 Ｈｕ等［３］开创的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融入要素
替代的元素，充分体现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定义。（３）度量了省际层面的边际效用弹性。边际
效用弹性衡量的是人们对代际间不公平的厌恶程度［４］，是一种 “主观意愿”，罕有文献对此进行测量。
本文基于Ｋｅｙｎｅｓ－Ｒａｍｓｅｙ法则进行测度，发现边际效用弹性具有调节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具体而
言，中国当前的边际效用弹性推迟倒Ｕ型曲线拐点的来临。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定义

Ｎｅｗｅｌｌ等［５］提出了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偏向于节约 “能源”要素的
技术进步，是一种要素偏向型技术，并认为其来源于能源价格的上涨。实际上，要素价格上涨引致节
约该要素的创新最早可追溯至 Ｈｉｃｋｓ的 “引致创新”假设。Ｈｉｃｋｓ将技术进步分为三类：资本节约
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技术进步。对于这几类技术进步的关系，Ｈａｓｓｌｅｒ等［６］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的石油危机有力地解释了此后频现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并且揭示了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
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存在负向的协同运动。
然而，要素偏向型技术习惯性地被学者所忽略，更广为熟知的是拓展的 Ｈｉｃｋｓ中性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Ｈｉｃｋ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技术进步，生产函数可以分为一个技术进步函数和一个要素投入函数，即Ｆ（ｘ，Ａ）＝
ＡｇＦ（ｘ），其中ｘ为生产投入要素。相形之下，要素偏向型技术直到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７］才给出明确的定义，
意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某种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在资本 （Ｋ）、劳动力 （Ｌ）、能源 （Ｅ）和中间品
（Ｍ）四种投入要素的ＫＬＥＭ框架下，发生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 （也称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Ｅｎｅｒｇｙ
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时生产函数可以写为如下形式：Ｆ（ｘＫ，ｘＬ，ＡｘＥ，ｘＭ）。在此基础上，
王班班等［８］认为，如果能源与其他要素互为替代，当技术进步提高能源的相对边际生产率时产生能源
节约型技术进步，原因在于均衡时能源的相对价格被提高，进一步导致能源的相对投入也将降低。
鉴于此，本文遵循Ｎｅｗｅｌｌ［５］等的思想，并同时纳入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７］的分析思路，认为能源节约型技

术是一种节约 “能源”要素的技术进步，包含两种途径：一是能源效率的提升；二是能源要素和其他
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

（二）相关文献研究
相比于资本和劳动，能源在生产投入要素中扮演的角色逊色不少。即使最早可从以斯密、马尔萨

斯、李嘉图和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挖掘能源的踪迹，只不过是以 “土地资源”来代指
能源，但是标准的Ｓｏｌｏｗ模型、Ｒａｍｓｅｙ模型和Ｄｉａｍｏｎｄ模型并不重视能源的影响。直至石油危机的
爆发，以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９］、Ｓｏｌｏｗ［１０］以及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１］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使人们重新审视能源在经济投入
要素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发展的ＤＨＳＳ模型就是基于能源约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标准分析框架。
但是，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将长期人均产出不下降归因于 “天降神粮”式的技术进步，限
制了模型对决定技术进步的经济因素的解释。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通过内生化技术进步
分析能源和环境问题，包括Ｇｒｉｍａｕｄ等［１２］、Ｂｒｅｔｓｃｈｇｅｒ等［１３］。这些模型处理的主要议题包括：经济
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问题；可行的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条件；环境政策工具如何影响福利的问题。
上述文献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时，不论是采用外生假定还是内生假定，都隐含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论断，即同比例提高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边际产出。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４］关于定向技术进步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的研究，打破中性技术进步论断的垄断格局。然而大部分研究都针对资本和劳动偏向

２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型技术进步，对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研究较少。ｖａｎ　Ｚｏｎ等［１５］在Ｒｏｍｅｒ模型的基础上，内生化能源
节约型技术进步，将能源纳入中间产品部门，允许资本和能源存在替代关系，假定总能源供应是外生
的，而能源价格以给定的外生比率增长。文章发现增长率正向地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连续上升的真实
能源价格趋向抑制增长和减缓新中间产品的引入步伐。这可能被认为是令人惊讶的结果，因为通常认
为能源的稀缺性刺激了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但是，实际上能源税负向地影响Ｒ＆Ｄ力度。然而，作
者引入能源税直接补贴Ｒ＆Ｄ，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Ｙｅｔｋｉｎｅｒ等［１６］进一步扩展２００３年的模型，

增加不可再生资源部门，并内生能源价格的增长率。与２００３年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能源价格并不
能引起节能型Ｒ＆Ｄ活动。模型表明，产出增长率与内生技术进步呈同向变化关系、与真实能源价格
增长率负相关，不断上涨的真实能源价格会导致产出增长率的下降。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从外生到内生，再演化到定向技术进步，前两者偏重于假定中性
技术进步，而定向技术进步主要关注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无论技术
进步是外生还是内生，还是演化到定向技术进步，均缺乏对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和必要的
实证证据。鉴于此，本文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并提供了翔实的理论和实证证据。

三、理论模型

（一）技术外生
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是处理技术进步最简单的方式，最普遍的办法是将其设定为时间的函

数，最早出现在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以ｇ表示技术进步随时间变化的比率，那么ｇ＞０
意味着发生技术进步，ｇ＝０则没有技术进步。此后有学者将这种思想植入到能源领域，“自主式能源
效率提高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ＥＥＩ）”参数应运而生，以反映能源节约
方向的生产力提高———整个经济或个别部门每年以一个外生的数量增加经济体的能源效率。此后，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７］将ＡＥＥＩ参数运用到气候变化经济学。本文借鉴这种技术外生的思想，以Ａ表示能源节
约型技术进步，假设Ａ以ｕ１ 的恒定比率随时间增长，那么Ａ （ｔ）＝ｅｕ１ｔ，并称之为 “自主式”效应。

１．最终产品部门。追随于Ｓｏｌｏｗ［１０］，任何时间ｔ∈［０，＋∞），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物质资本Ｋ、
劳动力Ｌ和能源Ｅ 三种必要的投入要素。设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Ｃｏｂｂ－Ｄａｕｇｌａｓ型：

Ｙ ＝Ｋα１Ｌα２（ＡＥ）α３ （１）

其中，α１、α２、α３ 分别是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产出弹性。假设最终产品部门具有不变的规
模报酬，即α１＋α２＋α３＝１。
实际产出的一部分提供家户消费，另一部分用于资本投资，同时考虑资本折旧，那么资本的积累

方程为：
Ｋ ＝Ｙ－Ｃ－δＫ，０＜δ＜１ （２）

其中，Ｋ 表示资本增量，Ｃ为家户消费，δ是资本折旧率。值得说明的是，符号ｘ表示变量ｘ的

时间导数，即ｘ＝ｄｘｄｔ
。

２．能源生产部门。Ｓ０＞０表示能源的初始存量，在每个时点上能源生产部门开采并出售给最终产

品部门的能源为Ｅ。假设不计开采成本，那么ｔ时能源的存量方程为：Ｓｔ＝Ｓ０－∫
ｔ

０
Ｅ（ｖ）ｄｖ，对其两边

关于时间ｔ求导，得到能源存量的运动方程：Ｓ＝－Ｅ。显然，每期能源开采的总和不能超过能源的初始

禀赋Ｓ０，这意味着可行路径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

０
Ｅ（ｔ）ｄｔ≤Ｓ（０）。

３．效用函数。代表性家庭的效用仅仅取决于消费，那么将跨期效用函数设定为不变替代弹性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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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
∞

０

Ｃ１－θ－１
１－θ

ｅ－ρｔ　ｄｔ，θ＞０ （３）

其中，θ为边际效用弹性，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０代表消费者的纯时间偏好率。

４．社会计划者问题。社会计划者努力最大化代表性家户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根据以上设定的
基本模型，动态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

０

Ｃ１－θ－１
１－θ

ｅ－ρｔ　ｄｔ

ｓ．ｔ．　Ｙ ＝Ｋα１Ｌα２（ＡＥ）α３

Ａ（ｔ）＝ｅｕ１ｔ

Ｋ ＝Ｙ－Ｃ－δＫ
Ｓ＝－Ｅ

（４）

根据动态最优化理论，建立现值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

Ｈ ＝Ｃ
１－θ－１
１－θ ＋λ１（Ｙ－Ｃ－δＫ）－λ２Ｅ （５）

其中，共积变量λ１ 和λ２ 是存量变量的动态乘数，也解释为Ｋ和Ｓ的影子价格。

以ｇｘ 代表变量ｘ在均衡增长路径上的增长率，即ｇｘ＝
ｘ
ｘ
，根据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可

得：

ｇＥ＝α３
（ｕ１－ρ）（１－θ）－ρ （α２＋α３θ）

α２＋α３θ
（６）

这里，用到一个重要的引理：沿着均衡增长路径，能源消耗的增长率一定小于零，即ｇＥ＜０。证

明如下。由能源存量的运动方程Ｓ＝－Ｅ可知，ｇＳ＝－
Ｅ
Ｓ
，对该式的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得：ｇＳ＝

（ｇＥ－ｇＳ）
Ｅ
Ｓ＝０

，所以ｇＥ＝ｇＳ。对于任何不变的ｇＥ，满足条件∫
∞

０
Ｅ（ｔ）ｄｔ＝∫

∞

０
Ｅ（０）ｅｇＥ

ｔ

ｄｔ。如果ｇＥ

≥０，则违背约束条件∫
∞

０
Ｅ（ｔ）ｄｔ≤Ｓ（０），因此ｇＥ＜０，暗示ｇＥ 的值越小，但绝对值越大，从而开采

速度越快，基于此，下文对ｇＥ 的相反数进行分析。

接着计算－ｇＥ 对ｕ１ 的一阶偏导，可得：
（－ｇＥ）
ｕ１

＝α３
（θ－１）
α２＋α３θ

。当θ＞１时，
（－ｇＥ）
ｕ１ ＞０；当０

＜θ＜１时，
（－ｇＥ）
ｕ１ ＜０。

（二）技术内生
一般来说，内生化技术进步有三种途径：直接价格诱导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ｕｃｅｄ）、学习诱导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和研发诱导 （Ｒ＆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１８］。直接价格诱导型技术进步意味着相对价格的变
化可以刺激创新，从而减少更昂贵投入的使用。学习诱导型技术进步允许特定技术的单位成本是该技
术经验的减函数。研发诱导型技术进步允许Ｒ＆Ｄ投资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经常涉及明确的
知识资本存量。由于直接价格诱导型技术进步常常包含Ｒ＆Ｄ投资，并且使用 ＡＥＥＩ参数或 “干中
学”方法描述技术变革。因此，下文通过学习诱导型 （“干中学”效应）和研发诱导型 （“巨人肩膀”
效应）来内生化技术进步。

１．“干中学”效应。Ａｒｒｏｗ提出的 “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思想认为，投资和生产过程
的本身会积累经验，提高生产技术，加上知识的溢出效应就能够起到提高资本效用的作用，这种资本
效率的提高可以抵消通常的资本报酬递减。在Ａｒｒｏｗ的模型中，假设知识是非竞争性的，那么每个
人的发现都会很快外溢到整个经济中，瞬间的知识扩散过程在理论上可行。 “干中学”效应的存在，
使得技术知识的增量成为资本增量的增函数。借鉴资本为知识积累载体的 “干中学”思想，同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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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能源节约型技术和经验的获得来源于生产中的能源使用过程。微观企业在使用能源的过程中，可

以逐渐从中获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经验，从经验中获取改进能效的知识，推动能源管理与生产方式

的优化［４］。此外，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得先进的能效经验和知识在全社会范围内扩散，最终提升能源节

约型技术。于是，类似于 “干中学”模型中技术与资本关系的通常设定形式，假定能源节约型技术进

步与能源消耗量存在如下关系：

Ａ＝ＧＥｕ２ （７）

其中，ｕ２ 为能源节约型技术对能源消耗量的弹性，反映了能源使用对能源节约型技术提高的有
效程度；Ｇ＞０为干中学过程节约能源的效率参数。

根据以上设定，“干中学”效应下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

０

Ｃ１－θ－１
１－θ

ｅ－ρｔ　ｄｔ

ｓ．ｔ．　Ｙ ＝Ｋα１Ｌα２（ＡＥ）α３

Ａ＝ＧＥｕ２
Ｋ ＝Ｙ－Ｃ－δＫ
Ｓ＝－Ｅ

（８）

根据动态最优化理论，建立现值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

Ｈ ＝Ｃ
１－θ－１
１－θ ＋λ２（Ｙ－Ｃ－δＫ）－λ２Ｅ （９）

根据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可得：

ｇＥ ＝ ρ（１－α１）
α３（１－ｕ２）（１－θ）－１＋α１

（１０）

计算－ｇＥ 对ｕ２ 的一阶偏导，可得：
（－ｇＥ）
ｕ２

＝ α３ρ（θ－１）（１－α１）
［α３（１－ｕ２）（１－θ）－１＋α１］２

。当θ＞１时，

（－ｇＥ）
ｕ２ ＞０；当０＜θ＜１时，

（－ｇＥ）
ｕ２ ＜０。

２．“巨人肩膀”效应。根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４］的框架，“巨人肩膀”（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Ｇｉ－
ａｎｔｓ）效应意味着创新可能性前沿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的状态依赖性，换言之，当前

的技术可能性取决于过去的活动。这种思想秉承经典内生增长文献的规范，即假设知识水平随时间演

变线性地取决于知识获取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当前的知识存量。为了构建 “巨人肩膀”效应，必须在已

有的两部门模型基础上，再添设Ｒ＆Ｄ部门。根据定义，Ｒ＆Ｄ部门用于提高能源节约型技术，其运

动方程设定为：
Ａ＝ＢＬＡＡ （１１）

其中，Ｂ＞０表示Ｒ＆Ｄ部门的生产率参数；ＬＡ 是投入Ｒ＆Ｄ部门的劳动力；
Ａ
Ａ＞０
体现 “巨人

肩膀”效应，表示知识存量越大，人们越有经验，可以参考的Ｒ＆Ｄ资料也越多，从而提高能源节约

型Ｒ＆Ｄ活动的生产率。

此外，同样设定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Ｃｏｂｂ－Ｄａｕｇｌａｓ型：

Ｙ ＝Ｋα１Ｌα２Ｙ（Ａｕ３Ｅ）α３ （１２）

其中，α１、α２、α３ 分别是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产出弹性，ｕ３ 反映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效
率。假设最终产品部门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即α１＋α２＋α３＝１。不失一般性，将劳动力Ｌ标准化为

１，即ＬＡ＋ＬＹ＝１。

根据以上设定，“巨人肩膀”效应下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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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

０

Ｃ１－θ－１
１－θ

ｅ－ρｔ　ｄｔ

ｓ．ｔ．　Ｙ ＝Ｋα１Ｌα２Ｙ（Ａｕ３Ｅ）α３
Ａ＝Ｂ（１－ＬＹ）Ａ
Ｋ ＝Ｙ－Ｃ－δＫ
Ｓ＝－Ｅ

（１３）

根据动态最优化理论，建立现值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

Ｈ ＝Ｃ
１－θ－１
１－θ ＋λ１（Ｙ－Ｃ－δＫ）－λ２Ｅ－λ３Ｂ（１－ＬＹ）Ａ （１４）

其中，共积变量λ３ 是存量变量Ａ的动态乘数，也解释为Ａ的影子价格。同时，根据最大化原理
可以推导出：

ｇＥ ＝
（１－θ）（α３ｕ３Ｂ－α２ρ－α３ρ）－ρθ（α２＋α３）

θ（α２＋α３）
（１５）

计算－ｇＥ 对ｕ３ 的一阶偏导，可得：
（－ｇＥ）
ｕ３

＝
（θ－１）α３Ｂ
θ（α２＋α３）

。当θ＞１时，
（－ｇＥ）
ｕ３ ＞０；当０＜

θ＜１时，
（－ｇＥ）
ｕ３ ＜０。

（三）小结
上文从技术外生和技术内生两个层面以

表１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边际影响

技术外生 技术内生

“自主式”效应 “干中学”效应 “巨人肩膀”效应

（－ｇＥ）
ｕ１

（－ｇＥ）
ｕ２

（－ｇＥ）
ｕ３

＞０，若θ＞１； ＞０，若θ＞１； ＞０，若θ＞１；

＜０，若０＜θ＞１。 ＜０，若０＜θ＜１。 ＜０，若０＜θ＜１。

及 “自主式”效应、“干中学”效应和 “巨人
肩膀”效应三个维度刻画能源节约型技术进
步，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系统阐释了能源节约
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作用机理。理论模型
的结果如表１所示。可知，能源节约型技术进
步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对能源消耗的
影响总是取决于θ的大小。边际效用弹性θ衡
量的是边际效用对单位消费变动的弹性，反映
人们对代际间不公平的厌恶程度 （即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考虑到未来人们会变得更加富有，单位收
入带来的消费以及边际效用递减，那么其他条件不变，θ值越大意味着越有利于当代人消费［４］。因
此，高的θ值表明消费者缺乏耐心，偏好当前消费，那么能源节约型技术水平的提升促进能源消耗。
另一方面，在相反的偏好下，消费者富有耐心，蕴含其没有平滑效用的欲望，从而放弃当前消费以享
受未来更高的消费水平，那么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耗。

由于θ的取值具有波动性，既可能落在 （０，１）取值区间内，也有可能落在 （１，＋∞）取值区
间内，因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非线性的特性，与
客观存在的能源回弹效应不谋而合。某种意义上，边际效用弹性具有调节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具体
来说，当θ＞１时，边际效用弹性放大能源回弹效应；反之，则抑制能源回弹效应。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１：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为非线性，受到边际效用弹性的影响。当θ＞１
时，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驱动能源消耗，此时边际效用弹性放大了能源回弹效应；反之则反是。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从两部分验证命题１：一是，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为非线性；二是，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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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取决于边际效用弹性。一方面，引入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平方项
以验证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γ０＋γ１Ｅｓｔｃｉｔ＋γ２Ｅｓｔｃ２ｉｔ＋ξＸｉｔ＋αｉ＋εｉｔ （１）
其中，Ｅｎｅｒｇｙｉｔ和Ｅｓｔｃｉｔ分别表示ｉ地区第ｔ年的能源消耗和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Ｘｉｔ表示其他控

制变量；αｉ控制地区效应，εｉｔ代表特定异质效应。
另一方面，引入边际效用弹性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交叉项，旨在检验边际效用弹性如何影响

两者的关系，计量模型如下：

Ｅｎｅｒｇｙｉｔ ＝γ０＋２Ｅｓｔｃｉｔ×θ＋ξＸｉｔ＋αｉ＋εｉｔ （２）
其中，θ为边际效用弹性。根据命题１的含义，当θ＞１时，２＞０；当θ＜１时，２＜０。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中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３０省市 （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原始数据主要来源

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１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图解

１．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
的度量是本文的重点。如前所述，能源节约型技术
进步指的是，技术进步偏向于节约 “能源”要素，
遵循 Ｈｉｃｋｓ的 “引致创新”思想。所以本文认为，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包括两方面：一是能源效率的
提升，二是能源要素和其他投入要素之间的替代。
这里，本文对 Ｈｕ等［３］开创的 “全要素能源效率”
的概念进行拓展，构建本文需要的能源节约型技术
进步指标。为了更好阐释能源节约型技术指标，本
文绘制了图１。图１中，在规模报酬不变下，基于
投入导向的ＤＥＡ模型中，决策单元Ａ 的径向调整
（Ｒａｄ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和松弛 （Ｓｌａｃｋ）分别是‖ＢＣ
‖和‖ＣＤ‖。因此，在 Ｈｕ等的模型中，能源投入
的节约量为‖ＢＤ‖。由于能源属于可耗竭资源，通
过其他投入要素的替代也可以节约能源，即在前沿面上，从Ａｄ 移动到Ａｅ。因此，存在能源投入额外
的径向调整‖ＤＥ‖，而这部分是通过牺牲其他投入的径向调整‖ＦＧ‖实现的。换言之，能源投入的
整个径向调整为‖ＢＥ‖，即决策单元Ａ可以节约的能源投入总量。相比于 Ｈｕ等，本文还考虑了能
源和其他投入之间的替代，而这种 “替代关系”也被视为一种能源节约。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首先基于松弛变量 （Ｓｌａｃｋ－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Ｍ）的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方法计算出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再将其剥离出本文所需要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指标。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以全部时期投入产出观察值构造的生产可能集合作为不同时期的共同参造集，
具体可参见Ｏｈ［１９］，而ＳＢＭ模型则参见王兵等［２０］，这里不再赘述。模型的优势在于，ＳＢＭ模型既解
决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又可以解决 “坏”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此外，全局ＤＥＡ相比于传统ＤＥＡ
模型 （当期ＤＥＡ、窗式ＤＥＡ和序列ＤＥＡ），既满足可传递性要求，使得样本期间各省份能源效率值
具备可比性，又避免了线性规划无可行性解的情形。
沿袭 Ｈｕ等的思路，我们定义全要素能源效率为：

全要素能源效率 ＝
能源投入的目标值
能源投入的实际值

＝ｅ
（１－β

ｅ）
ｅ

其中，β
ｅ为能源投入的无效率水平，ｅ为能源投入量。

在此基础上，使用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将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解：
ＧＭｔ，ｔ＋１ （ｘｔ，ｙｔ，ｂｔ，ｘｔ＋１，ｙｔ＋１，ｂｔ＋１｜ＣＲＳ）＝ＧＴＣＨｔ，ｔ＋１×ＧＴＥｔ，ｔ＋１

＝ＧＴＣＨｔ，ｔ＋１×ＧＳＣＨｔ，ｔ＋１×ＧＰＣＨｔ，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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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ＧＴＣＨ 即本文构建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指标，值大于１，表示从ｔ期到ｔ＋１期，能源节
约型技术进步，反之则反是。

表２　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分解值和边际效用
弹性值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份 全要素能源效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边际效用弹性

２００３／２００２　 ０．９１７　 ０．９１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３　 ０．９６１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１　 ４．７０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４　 ０．９８０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６　 １．７９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５　 １．０２１　 １．０２１　 ０．９９９　 ２．１３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６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５　 １．０８７　 ２．１５９
２００８／２００７　 １．０５１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２　 ０．１７９
２００９／２００８　 １．０５１　 １．０４２　 １．０１０　 ０．７０７
２０１０／２００９　 １．０４２　 １．１２１　 ０．９７９　 １．４０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０　 １．０１７　 １．０６４　 ０．９６４　 １．０５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１　 １．０７６　 １．０５０　 １．０２５　 ０．７８４
平均值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３　 １．００９　 ２．４９２

至于投入产出指标，本文选取资本
存量、劳动力和能源消费作为投入，实
际ＧＤＰ作为期望产出，ＳＯ２、化学需
氧量 （ＣＯＤ）和ＣＯ２ 作为非期望产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参考杜立民［２１］，
计算得到历年ＣＯ２ 排放数据。表２报
告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国平均全要素能
源效率及其分解指数，第三列即为本文
所需的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指标。
容易看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
是因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贡献。

２．边际效用弹性。对θ的估计有
两种方法：基于最优消费决策条件
（Ｋｅｙｎｅｓ－Ｒａｍｓｅｙ法则）模型和基于风险投资决策 （Ａｒｒｏｗ－Ｐｒａｔｔ风险测量）模型［２２］。为了与前文模

型保持一致性，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估计θ值。由经典的Ｒａｍｓｅｙ法则可知：θ＝ｒ－ρｃ／ｃ
，其中，ｒ为资

本报酬率，ρ为纯时间偏好率，ｃ／ｃ为人均消费增长率。测算资本报酬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ｒ＝ｆ′
（ｋ）－δ－τ，其中ｆ′ （ｋ）表示资本的边际产出，δ为全社会资本平均折旧率，τ为每单位有效资本所

缴纳的税金；一种是ｒ＝Δｐｅｒｇｄｐ－ΔｐｅｒｙΔｐｅｒｋ
，Δｐｅｒｇｄｐ表示人均 ＧＤＰ增量，Δｐｅｒｙ表示人均收入增

量，Δｐｅｒｋ表示人均资本存量增量。关于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已有文献［２２］阐明第一种方法得到的
结果经过生产函数平滑而波动较小，而后者所需的数据均可在统计年鉴中获得，但本质上这两种方法
得到的资本报酬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Δｐｅｒｇｄｐ以
２０００年的人均实际ＧＤＰ测算。Δｐｅｒｙ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加权平均的增量表示，具体来
说，用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镇人口比重，加上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乘以农村
人口比重，再逐年相减。测算Δｐｅｒｋ所需的资本存量与上文一致。关于纯时间偏好率ρ的取值，根据
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等［２３］对美国经济的研究，美国居民的该参数取值为０．０３，但中国居民出于对不确定性的
防范和受 “重储蓄”传统思想的影响，对未来消费的重视程度更高，参考既有文献［２２］［２４］，这里取ρ＝
０．０２。ｃ／ｃ以按ＧＤＰ支出法计算的人均最终消费进行估计，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因
素。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平均边际效用弹性如表２所示。容易看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２年θ值小于１；

２００８年θ值最小，此时正值美国金融海啸爆发，公众受其影响，提高储蓄率，因此边际效用弹性较
小。２００８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民众恢复信心，边际效用弹性增大。另外，２０１２年边际效用
弹性变小，可能受欧洲主权危机波及所致。总体看来，虽然测算的θ值波动较大，但符合经济实际且

θ值所在区间符合经典文献的取值范围。

３．其他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消耗，以各地区人均能源消费量衡量。下述变量均为控制变量：
能源价格 （Ｐｒｉｃｅ）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衡量；能源消费结构 （Ｅｎｅｒ）以煤炭消费量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以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研发
强度 （Ｒ＆Ｄ）以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以使用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衡量。

８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五、实证结果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影响的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Ⅰ—Ⅲ为计量方程 （１）的估计结
果，模型Ⅳ—Ⅵ为计量方程 （２）的估计结果，而模型Ⅶ则包含了所有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的估计结
果。作为参照，本文同时报告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容易看出，所有模型中，Ｗａｌｄ　Ｆ检验
均在１％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同时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至少
在５％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也胜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下文重点关注固定效应模型
的回归结果。
模型Ⅳ—Ⅵ中，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一次方和二次方项的系数分别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和显

著为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关系，即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较低的水平上，能源节约型
技术进步促进能源消耗，体现了 “能源回弹效应”；而当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越过阈值时，则抑制能
源消耗，随着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提升，技术进步的作用由 “回弹效应”演变为 “节能效应”，从
而佐证了命题１。模型Ⅴ—Ⅵ考虑了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边际效用弹性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表明交
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并通过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阐释了在边际效用弹性的作用下，能源节约型
技术进步驱动能源消耗。根据前文边际效用弹性的测算结果，虽然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的边际弹性小于

１，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减少了能源消耗，但是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中国各地区消费者边际效用弹性的均值
为２．４９，大于１，从而总体上而言，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应该增加了能源消耗，即边际效用弹性放大
了能源回弹效应。因此，回归结果与理论模型相吻合，完善了对命题１的考证。模型Ⅶ同时引入能源
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二次方项和其与边际效用弹性的交叉项，一次方、二次方和交叉项的系数均在统计
意义上显著，进一步表明两者间的倒Ｕ型曲线关系与边际效用弹性具备放大能源回弹效应的特性。

表３　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消耗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Ⅰ（ＯＬＳ） Ⅱ （ＦＥ） Ⅲ （ＲＥ） Ⅳ （ＯＬＳ） Ⅴ （ＦＥ） Ⅵ （ＲＥ） Ⅶ （ＦＥ）

Ｅｓｔｃ　 ０．０１１　０７７＊＊＊ ０．００４　１２５＊＊＊ ０．００４　３０７＊＊＊ ０．００３　２９０＊＊＊

（０．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９０１） （０．０００　９３８） （０．０００　９４７）

Ｅｓｔｃ２ －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Ｅｓｔｃ×θ －０．０００　２２６　　 ０．０００　４９４＊＊＊ ０．０００　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４３９＊＊＊

（０．０００　５２７） （０．０００　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６８）

Ｐｒｉｃｅ －０．００６　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７０２ －０．００２　３０５＊ －０．００６　９３６ －０．００２　３７１＊ －０．００２　８５３＊＊ －０．００２　０７８
（０．００４　５８２） （０．００１　３２３） （０．００１　３７４） （０．００４　７８６） （０．００１　３４９） （０．００１　３７３） （０．００１　３１６）

Ｅｎｅｒ －０．０００　２７１　 ０．００５　９２３＊＊＊ ０．００５　８３８＊＊＊ ０．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０６　２１７＊＊＊ ０．００６　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９８２＊＊＊

（０．００１　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３３５） （０．００１　３２８） （０．００１　５６７） （０．００１　３５５） （０．００１　３３５） （０．００１　３２１）

Ｉｎｄｕ　 ０．０６４　９８９＊＊＊ ０．０３３　１３２＊＊＊ ０．０３５　５５７＊＊＊ ０．０６５　７６８＊＊＊ ０．０３３　３７９＊＊＊ ０．０３５　３７８＊＊＊ ０．０３１　７７３＊＊＊

（０．００４　１５５） （０．００２　５６９） （０．００２　６１７） （０．００４　３６８） （０．００２　６３１） （０．００２　６３８） （０．００２　５９４）

Ｒ＆Ｄ　 ０．１９７　２１９＊＊＊ ０．４９９　９６７＊＊＊ ０．４５７　８８０＊＊＊ ０．２２７　８５７＊＊＊ ０．５１６　９０９＊＊＊ ０．４８４　１９３＊＊＊ ０．４９６　９２４＊＊＊

（０．０２９　４６８） （０．０２８　７８７） （０．０２８　１７４） （０．０３０　４２５） （０．０２８　７２４） （０．０２７　９９１） （０．０２８　４９８）

ＦＤＩ －０．０７４　４０７＊＊＊ －０．０１３　４１９ －０．０２２　７６７＊＊ －０．０６８　５１７＊＊＊－０．００８　９６４ －０．０１６　５０４ －０．０１１　５０１
（０．０１７　２８４） （０．０１０　５８９） （０．０１０　６９２） （０．０１７　９５８） （０．０１０　７５７） （０．０１０　７２３） （０．０１０　４９９）

＿ｃｏｎｓ　 ６．９９７　２８１＊＊＊ ６．８２０　５９１＊＊＊ ６．８７４　４１３＊＊＊ ６．９０７　２６４＊＊＊ ６．８３１　７８５＊＊＊ ６．８６９　３１９＊＊＊ ６．９１４　７７５＊＊＊

（０．５１７　４２４） （０．１９８　０２０） （０．２２０　２７１） （０．５４４　５１２） （０．２０３　３４７） （０．２２７　９７３） （０．１９９　１６５）

Ｒ２　 ０．５６１　５　 ０．７６６　３　 ０．７６４　 ０．５２１　２　 ０．７５８　２　 ０．７５６　７　 ０．７７２　３
Ｗａｌｄ　Ｆ　ｔｅｓｔ　 １３１．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６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５２［０．０００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６７．０１［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０［０．００１　２］ ６９．０９［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系数下方小括号内数值为其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为相应检验的

ｐ值；表中各模型的含义分别如下：ＯＬＳ （普通最小二乘法）、ＦＥ （固定效应模型）、ＲＥ （随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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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耗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没有证据表明能源价格的上涨能
够有效抑制能源消耗。可能的解释在于，中国的能源定价机制还没有实现市场化，价格扭曲导致供需
双方不能获得准确信号，无法有效调节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造成能源过度利用和能源效率低下的
后果。同时，这一结论也相一致于Ｌｉｎ等［２５］的工作，认为人为压低能源价格是导致这一现象的罪魁
祸首，使能源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能源的需求和供给及其稀缺性。能源消费结构是驱动能源消耗的重
要诱因，中国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结构决定了长期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而煤炭利用效
率低下是能源消耗盘踞在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产业结构的重型化更加剧了能源消耗，因此调
整产业结构，鼓励清洁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发展，进而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节约能源的有效途径。令
人惊奇的是，以Ｒ＆Ｄ支出衡量的研发水平与能源消耗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经济直觉相悖。其原
因可能在于一味追求发展经济，使得系列制度安排让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Ｒ＆Ｄ支
出更倾向于用于提高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技术研发，而忽略了提高环境保护技术和能源效率的投资［２６］。
这也说明通过提高Ｒ＆Ｄ支出降低能源消耗还存在较大空间，未来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Ｒ＆Ｄ投入。
通常认为，ＦＤＩ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方面影响能源消耗，并且作用方向既可能是
“污染光环”效应，也可能是 “污染避难所”效应。回归结果表明，ＦＤＩ遏制能源消耗但不显著，意
味着上述两种力量谁占主导尚不清晰。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技术外生和技术内生两个层面以及 “自主式”效应、“干中学”效应和 “巨人肩膀”效应
三个维度勾勒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系统剖析了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
的作用机理。理论结论表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呈非线性，验证了客观存在的能
源回弹效应。某种意义上，边际效用弹性具有调节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具体来说，当边际效用弹性
大于１时，边际效用弹性放大能源回弹效应；反之，则抑制能源回弹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
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揭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与能源
消耗呈显著的倒Ｕ型曲线关系，同时边际效用弹性放大了能源回弹效应。具体而言，边际效用弹性
越高，意味着人们偏好当前消费，延长了 Ｕ型曲线的爬升阶段，不利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 “节
能效应”。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如下政策涵义。
其一，内外并重，切实提高我国能源节约型技术水平。如前所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能源消

耗的影响轨迹呈倒Ｕ型，因此，只有能源节约型技术水平充分高并越过拐点时，才能降低能源消耗。
对内，应该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研发强度，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创造有利于企业能源技
术创新的外部环境，着力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对外，积极引进与自身生产力水平、技术吸收能力相匹
配的能源技术，对其反向学习和二次开发，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其二，理顺能源价格机制，真实反映能源稀缺成本和环境成本。前文实证分析表明，能源价格对

降低能源消耗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在动态模型中能源价格驱动能源消耗。一些研究已经指出能源价
格偏低是导致我国能源消耗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因此，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减小能源价格扭曲是当
务之急。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包括三方面：一是理顺煤价和电价，实行煤价、上网电价和终端电价的联
动；二是理顺成品油定价机制，更加接轨国际油价，建立自动调价机制；三是理顺天然气价格，有效
解决进口价格与国内气价倒挂问题。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能源价格真实反映能源稀
缺成本和环境成本。通过资源税和环境税将能源使用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修正被扭曲的价格信
号。
其三，合理引导社会消费观念，有效抑制能源回弹效应。本文最重要的结论在于，中国当前的边

际效用弹性延长了倒Ｕ型曲线的爬升阶段，不利于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 “节能效应”。因此，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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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塑造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节能、绿色的消费观，使边际效用弹性维持在合理区
间，从而发挥边际效用弹性遏制能源回弹效应的作用。另外，公众需要保持适当的 “储蓄”率。究其
根源，在任何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中，储蓄率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储蓄率等同于
边际效用弹性，都反映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过高的边际效用弹性促进能源消费，放大能源回弹效应。
本质上，能源是可耗竭的 “资产”，过度消费将有损下一代人的利用，有违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因此有必要适度 “储蓄”这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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